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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是指主管所展现出的帮助员工管理好工作和家庭关系的

行为，具体表现为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角色榜样行为和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本文

首先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概念的兴起背景、内涵及测量方面进行了梳理，然后结合近年的

实证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作用效果、影响因素以及发挥作用的边界条

件，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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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女性迅速进入工作领域，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被双职工家庭取

代，员工的家庭需求日益增加。同时，全球化竞争的压力也增加了员工的工作需求，各

国服务型经济的发展使得员工在非标准工作时间工作成为常态。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帮

助员工解决日益增多的工作需求和家庭需求，以缓解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以美

国为例，其自由福利国家制度使得缓解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国家层面干预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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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帮助员工履行好工作和家庭责任主要依靠雇主（组织）来实现（Hammer等，

2007）。然而已有研究表明，组织仅提供正式的家庭支持制度，如弹性工作时间、远程

办公、儿童托管服务、带薪休假，并不能满足员工的工作和家庭需求（Allen，2001；
Kossek等，2010）。这些组织家庭支持制度能否发挥作用往往与主管对组织家庭支持文

化的解读与执行息息相关。主管作为组织的代理人，能促进家庭支持型组织文化的形成

（Straub，2012），是组织文化落实的执行者。近年来工作—家庭领域的实践者越来越

关注主管在帮助员工应对工作和家庭需求中的重要作用。相比正式的制度支持，主管的

支持更为灵活、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员工的个性化需求。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发展出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实

践应用研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研究的兴起为拉近工作—家庭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之

间的距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已成为当前工作—家庭研究领域的热点（林忠等，

2013）。这一概念的提出，从行为层面丰富了主管家庭支持的内涵，使组织家庭支持管

理实践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为今后基于组织的工作—家庭平衡促进工作以及家庭支持

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方向。

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已有实证研究，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内涵、测量、作用效果

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方面展开综述，以期促进国内相关研究及管理实践的开展。

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内涵及测量

（一）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内涵

Thomas和Ganster（1995）在有关组织家庭支持的文章中提出了“家庭支持型主

管”（family-supportive supervisor）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能够理解并支持员工实现工

作—家庭责任平衡的主管”。随后，他们举例说明相关支持可能包括为员工安排灵活的

工作计划，能够容忍员工在工作时间接听较短的私人电话，允许员工在下雪天带孩子上

班，甚至在保姆辞职的时候安慰员工（Thomas和Ganster，1995）。从定义来看，

Thomas和Ganster（1995）主要关注主管对员工履行工作和家庭责任的情感性支持和支

持态度；从内涵的阐述来看，该概念所涉及的主管支持包括主管发起的个人角色层面和

管理角色层面对员工工作和家庭事务的支持，但是对于支持的具体表现他们并没有进行

系统的归纳总结。Clark（2001）认为“家庭支持型主管”是“支持下属履行家庭责任

的主管”，这与员工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责任这一社会现实相契合，但是该界定仅包

含主管对员工的情感性支持。Hammer等（2007）认为，情感性支持不足以反映家庭支

持型主管的全貌，有必要梳理家庭支持型主管的具体行为表现，以帮助主管更有效地提

供家庭支持，帮助组织更加客观地评估主管对员工家庭的支持程度，并进行有针对性的

培训来提高主管的家庭支持水平。他们据此发展出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FSSB）这一新概念，将其定义为“主管所展现出的支持

员工履行家庭职责的行为”，并基于文献回顾和访谈，提炼出其四个维度，即情感性支

持（emotional support）、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角色榜样行为（role
modeling behaviors）和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creative work-family management）
（Hammer等，2007；Hammer等，2009）。

情感性支持指主管关心员工，考虑员工的感受，当员工需要支持时，能够以一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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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感到舒适的方式与他们交流。如，表达对员工的工作是否影响到家庭的关心；对员

工履行家庭责任表现出尊重、理解和敏感。工具性支持指主管在日常管理中提供针对性

的支持资源和服务来帮助员工履行工作和家庭职责。如，积极应对员工调整工作时间的

要求；对组织中的政策进行解释说明；管理日常工作进程以确保员工按时完成工作任

务。角色榜样行为指主管在协调、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方面向员工展现出的榜样行为。

如，从来不在周末或者凌晨给员工发邮件；与员工分享一些自己或他人成功管理工作和

家庭的好方法和策略。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指主管主动发起的对工作进行重组的行为

（包括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的重大改变），以帮助员工更有效地协调、处理工作和家

庭之间的关系。如，通过轮岗培训，既能满足某员工周五接孩子放学的要求，又能让其

他员工在其岗位上学习并胜任他的工作，从而使公司的后援支持系统得到增强。

可见，情感性支持维度与之前强调情感支持的“家庭支持型主管”的内涵基本一

致，但更清晰地界定了什么是情感性支持，主管应该如何表达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

维度是对Thomas和Ganster（1995）提及的如为员工安排灵活的工作计划这样的支持行

为的丰富和提炼。如果说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是对之前“家庭支持型主管”内涵的

继承和完善，那么角色榜样行为和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就是对之前“家庭支持型主

管”内涵的深化和发展。家庭支持型主管的理论基础仅是社会支持理论，而角色榜样行

为以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1977）为基础，强调主管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去传递一

种重视工作—家庭平衡的价值观，从而强化家庭支持型组织文化和气氛，这使得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概念整合了社会支持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在理论层面做了进一步推进。

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的提出引入了“双赢”视角−员工和组织的双赢以及员工工

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双赢，改变了以往仅关注员工个体需求而忽视组织利益，或者仅关

注员工家庭责任履行而忽视其工作绩效改善的情况。“双赢”也是此维度区别于工具性

支持维度最显著的特点。相比工具性支持，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更为主动，强调战略

性，注重创新，需要主管考虑更为广泛的组织体系（Hammer等，2009）。

Hammer等人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定义为主管所展现的支持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

行为，是为了强调对员工家庭领域的支持，从而与主管的一般支持相区分，因为在管理

实践中，主管的一般支持侧重于对员工工作领域的支持，主管可能支持员工的工作，但

不一定支持员工履行家庭责任（Kossek等，2011）。但是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内涵

来看，它并不局限于对员工家庭领域的支持，还包括对员工工作领域的支持，而对工作

领域的支持也是为了让员工更好地履行家庭责任，同时保证其工作任务的完成和组织目

标的实现。因此，本文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定义为“主管所表现出的帮助员工管

理好工作和家庭关系的行为，具体表现为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角色榜样行为和创

新式工作—家庭管理”。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支持型主管”侧重于情感支持，与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情感性支持维度的内涵基本一致，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支持

型主管”可以看作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情感性支持维度。

（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测量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测量是随着其内涵的确定及完善而不断发展的。早期的测量

大多只涉及情感性支持维度，而未完全反映其四个维度，更没有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

方法对其结构进行验证（Hammer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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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Hammer等（2009）开发了一个包含4个维度的14条目量表（α=0.94），采

用李克特5点评分，“1”表示“非常不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由下属对自

己的主管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水平越高。其中情感性支持维

度包含4个测量条目，信度为0.90；工具性支持维度包含3个测量条目，信度为0.86；角

色榜样行为维度包含3个测量条目，信度为0.86；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维度包含4个测

量条目，信度为0.86。此量表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增值效度。与主管一

般支持相比，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正向溢出、工作满意

感和离职意愿相关度更高（Hammer等，2009）。

为了节省问卷空间和施测时间，更方便快捷地从总体上评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Hammer等（2013）又在14条目量表中选择了最能代表4个维度的4个条目，开发出了简

易版本。简易版测量工具的出现使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成为国外工作—家庭领域学术研

究和组织实践的主流。但是如果想要细致地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4个维度及其与

其他变量的关系，使用14条目量表将得到更为详尽的结果。

三、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作用效果

近几年，国外学者就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工作—家庭界面、态度层面、组织

行为层面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一些探索，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的积极作用。国内学者虽然也开始积极关注该领域，但已有的实证研究还很少。

相关研究主要从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展开。

（一）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

资源保存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而

促进员工良好的工作—家庭关系是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概念提出的初衷。Hammer等
（2009）以美国一家连锁超市员工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

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而与家庭—工作冲突相关性不显著。Kossek等（2011）的

元分析不仅进一步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而且发

现与主管的一般支持相比，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带来更低水平的员工工作—家庭冲

突。他们基于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1989）对此进行了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

为是工作场所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它不仅能缓解工作需求带来的压力，而且能

通过提供平衡两个领域需求的支持来帮助保存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资源，使员工对工作

—家庭需求有更强的控制感，并感知到更多的可用来管理工作—家庭冲突的资源。此

外，考虑到主管是组织的代理人（Eisenberger等，2002），他们还验证了组织家庭支持

感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中介作用。Kwan（2014）对中国员

工的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以通过增强员工对工作的控制感（对工作时间、

地点、过程的控制）来减少工作—家庭冲突。

Greenhaus等（2012）认为，低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并不意味着高水平的工作—家庭

平衡，有必要探索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平衡的关系。他们对美国170名来

自不同行业员工的研究发现，工作干扰家庭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工作—家庭平

衡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干扰工作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

为作为工作领域的支持资源，相比缓解员工的家庭需求，对于缓解员工的工作需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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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直接的作用。

Odle-Dusseau等（2012）认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为组织中的工作—家庭支持资

源，可以通过影响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绩效。他们以美国某

城市的174名医院员工为样本进行了纵向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通过促

进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和家庭—工作增益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感、组织承诺，提高

主管评定的任务绩效、组织支持绩效、尽责绩效，降低员工的离职意愿（Odle-
Dusseau等，2012）。该结果支持了资源保存理论中的资源获取螺旋（resource gain
spiral）（Hobfoll，1989），即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更不容易损失资源，并且更可能获

得资源，最初的资源获得会导致之后更多的资源获得。该研究还发现，相比组织中的另

外两种工作—家庭支持资源−组织家庭支持感和工作—家庭政策，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对以上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最强。但是该研究的被试72%为女性，且来自同一个组

织，结果的可推广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姜海等（2015）以中国358名企业员工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员工工作—家庭增益在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满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但是工作—家庭增益在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主管的家庭支持行为是通

过提高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和承诺而不是通过促进工作—家庭增益来对离职意愿产生影响

的（姜海等，2015）。

此外，Matthews等（2014）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中的资源获取螺旋和拓展—构建理论

（broaden-and-build theory）验证了工作投入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主观幸福感之

间的部分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帮助员工管理家庭相关责任，从而使得员工

有时间和精力去履行工作职责，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一个资源获取

螺旋，而工作投入是一种工作幸福感，能帮助员工有效地完成工作，从而最终对主观幸

福感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还会使员工产生积极情绪，带来认知灵

活性，提高员工获得和发展新技能的能力，并使员工更加专注于工作，从而使员工获得

主观幸福感。

（二）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社会交换理论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组织支持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对员工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等工作领域表现的影响。如何提升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

作绩效关系到组织发展，是组织管理者关注的核心问题，考察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

工工作领域的积极影响并厘清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有利于推进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在组织实践中的应用。因此，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Bagger和Li（2014）对美国员工的研究发现，领导—成员交换质量在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的情感性支持维度与员工的工作满意感、离职意愿、主管评定的任务绩效、对主

管有益的角色外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看作一种领导

行为，认为它会直接影响领导—成员关系，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领域表现。基于社会交

换理论，一方提供给另一方对其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会促使另一方给予回报（Cropanzano
和Mitchell，2005）。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是员工实现工作—家庭平衡、减少压力的关

键资源，对员工而言具有重要价值。主管展现家庭支持行为，一方面能够提升主管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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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承诺，促进交换关系的持续改进（Nahrgang等，2009），而与主管

形成高质量交换关系的员工对工作更满意，离职可能性更小；另一方面也会让员工产生

努力工作、回报主管的义务感，因此，员工更可能做出远远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事情来进

一步发展与领导的关系，表达对领导的感激。

同样，Mills等（2014）认为主管是组织的代理人，他们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从员工

对组织、主管和自己三方的态度出发，提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分别通过组织情感承

诺、对主管工作投入的感知和工作自我效能感而对员工的工作绩效产生影响。他们的研

究发现，工作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情感承诺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情感性支持维度和工

具性支持维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角色

榜样行为和创新性工作—家庭管理维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Wang等（2013）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在中国情境下进行的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的情感性支持维度可以通过提高员工对主管的关系认同来提升其任务绩效，通过

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感来增加其组织公民行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满足员工的社会

情感需要，如尊重、关心和认可（Allen，2001），促使员工发展出与主管的积极情感

联结和对主管的关系认同，而认同主管的员工会将自我建立在与主管关系的基础之上，

设身处地地为主管考虑，将主管的目标内化为自己的目标，从而提升任务绩效。同时，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所营造的充满关怀的工作环境能带给员工很多积极的体验，提高员

工的工作满意感，促使员工自愿表现出对组织的友好行为。Aryee等（2013）也认为，

只有引入工作场所社会交换的社会情感内容，才能更完整地检验组织支持理论。他们对

韩国员工的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情感性支持维度提高关系绩效、减少工作

退缩行为的内在机制是增加了员工对工作时间的控制和基于组织的自尊（Aryee等，

2013）。也就是说，主管提供家庭支持行为，可以使员工更好地控制工作时间，体验到

更多的对工作的自我决定感，提高自尊水平，并产生更强烈的基于组织的自尊。员工将

自己视为组织的一员，以为组织做贡献、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为己任，从而导致更好的

关系绩效以及更少的迟到、早退、缺勤等工作退缩行为。

四、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个人和组织的

积极作用？Straub（2012）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前因和结果变量的多层

概念假设模型，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以引导未来的研究（参见图1）。

该假设模型基于组织研究的视角，从主管个人层面和组织情境层面对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的前因变量及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本文将在该模型的基础上，结合近年的相关

实证研究，进一步补充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一）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因素

相对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用效果研究，目前有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响因素

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的国外研究主要探讨了主管和员工人口统计学变量间的异同

是否会影响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包括主管和员工的性别、种族和育儿状况异同，但研

究结论并不一致。Foley等（2006）研究发现，当主管与员工的性别或种族相同时，主
 

9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38卷第10期）



管会提供更多的家庭支持；当两者均相同时，支持水平最高。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主管会

对与自己有相同性别和种族的员工产生更强烈的社会认同。然而，Hopkins（2002）
的研究结果与之相反，他发现主管与员工性别的差异可以促进主管的家庭支持。具体而

言，当主管是女性，员工是男性时，相比两者均是男性，员工会得到主管更多的支持；

当主管是男性，员工是女性时，相比两者均是女性，员工会得到主管更多的非正式工作

—家庭支持。其解释是，在性别相异的情况下，主管可能更容易发现下属的个人问题，

能更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并提供更多的家庭支持。同时，探究主管与员工的性别和育

儿状况异同的研究发现，当主管和员工性别相同时，主管与员工承担育儿责任的差异并

不会影响主管向员工提供家庭支持的水平；而当性别不同时，尤其是当主管是男性而员

工是女性时，如果主管比员工有更多的育儿责任，主管就可能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家庭支

持（Li和Bagger，2011）。

除了主管和员工个人层面的因素外，支持的组织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主管所知觉到的家庭友好型组织文化会促使其表现出更多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Mills等，2014；Las Heras等，2015）。而且组织对主管进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干预

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数量和质量（Hamme r等，2011）。

Kwan（2014）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组织中存在涓滴效应，主管的上司向

主管提供的家庭支持行为越多，主管越会学习、模仿这种行为，为其下属提供家庭支持

行为，尤其当主管很认同其上司时，这种效应更强。

（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关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什么情境下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从

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从需求的角度探讨什么样的员工更需要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员工个人特征展开，如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边界控制

感。Hammer等（2011）在进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干预研究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员

工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都有相同的需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于提高家庭—工作冲

突水平较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降低其离职意愿很有帮助，但它对于家庭—工作冲突水

资料来源：Straub（2012）。

图1    组织中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前因及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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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很低的员工，不仅没有帮助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Hammer等，2011）。这可能是

因为高冲突水平的员工对主管家庭支持的心理需求很大，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更敏

感；而低家庭—工作冲突的员工，一方面对主管支持的需求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会由于

不能从这种支持中直接受益而感到不公平，甚至会怨恨组织将资源和关注过多地投入到

员工的家庭需求中去（Hammer等，2011）。与之类似，Wang等（2013）的研究表明，

对于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高的员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情感性支持能显著提高其工

作满意感，而对于工作—家庭冲突水平低的员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情感性支持对

其工作满意感影响甚微。姜海等（2015）的研究表明，相比于低边界控制感的个体，那

些边界控制感较高的员工更能够通过感知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而促进工作—家庭增

益，进而提高工作满意感。

从供给的角度探讨组织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社会支持，如组织正式制度支持、非正

式工作—家庭文化和气氛、伴侣支持等，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效用影响的研究，则存

在补偿和增益两种视角（Greenhaus等，2012）。基于补偿视角的研究表明，组织提供

的家庭友好福利水平越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与主管的社会交换、任务绩效和

公民行为的影响就越大（Bagger和Li，2014），因为此时主管的非正式支持是组织中员

工用来处理工作—家庭冲突的唯一资源，员工更可能注意到并特别感激主管提供的支

持，主管也有更多的机会表现出个性化的关怀和对员工需求的敏感，从而促使员工与主

管形成高质量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而带来高水平的绩效（Bagger和Li，2014）。而基于

增益视角的研究表明，员工的组织家庭支持感和伴侣支持水平越高，家庭支持型主管行

为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积极作用就越大（Greenhaus等，2012），因为家庭支持型

组织拥有一种积极的工作—家庭文化，这种支持型文化与主管对员工家庭支持的信念相

一致，两者协同作用，会使员工更为清晰和强烈地感受到组织对他们家庭生活的重视，

进而能更好地利用主管所提供的资源和帮助。与此同时，伴侣可以为员工提供情感性支

持和工具性支持。当员工工作很累时，伴侣给予理解和宽慰；当员工工作遇到挫折时，

伴侣与之谈心、为之出谋划策；当员工工作很忙时，伴侣多做些家务活儿。伴侣的支持

越强，主管的家庭支持就越有效。

以上研究或是从组织和家庭供给的角度出发，或是从员工个人需求的角度出发，探

讨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Matthews等（2014）认为有必要将这两

者同时纳入研究。他们从补偿视角提出研究假设：当员工没有18岁以下的小孩需要照

顾，而组织又提供了与之相关的家庭友好福利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于员工工作投

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可能最小；反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可能最大。然

而研究结果却表明，对于前一种情况，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积极作用仍然非常大；而

对于后一种情况，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反而更小。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家庭友

好福利的存在与否并不是影响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更深层次的影

响因素可能是组织整体上的家庭友好氛围。提供了家庭支持福利的组织，可能有更高的

管理质量和水平、更友好的组织氛围，因此，员工能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

为，其工作投入和主观幸福感从而得到提高（Matthews等，2014）。反之，没有提供这

种福利的组织缺乏家庭支持气氛，因此主管认为没有必要表现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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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就比较少；即使主管愿意提供，员工也可能怀疑主管的意

图，担心接受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会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对家庭支持

型主管行为的感受性和利用率较低，导致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较小。

以上分析表明，要想更全面细致地了解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仅

要从组织和家庭供给的角度出发，还要同时考虑员工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需求水平

和个人特质等因素。相比工作—家庭冲突水平低的员工，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高的员工

可能更需要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而相比正式的政策和福利支持，非正式的家庭支持组

织环境和工作—家庭文化可能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用的发挥有更深层次的影响。可

以推断，当组织中存在良好的家庭支持组织文化和气氛，员工感到整个组织对他们履行

家庭责任是支持的，并且他们不仅能从工作领域获得支持，还能从家庭领域得到伴侣的

支持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

五、未来研究展望

回顾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内涵和测量工具的探讨较为丰富，但是对于其各个维度作用效果和作用

机制差异的探讨相对缺乏。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作用效果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了其对员工工作—家庭关系的作用，对于其对员工家庭层面的影响鲜有涉及，而对于其

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影响的探讨也都局限于员工个体层面（Williams等，2016），极

少有研究探讨其在提升部门绩效中的作用。关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前因变量，已有

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对主管个人特征的关注相当匮乏（Kwan，2014）。此外，在中

国情境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有无独特的作用机制，如何在中国企业中有效地进行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管理干预，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一）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有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未来的研究可

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深入研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前因变量。可从主管个人因素和

组织环境因素着手，主管个人因素如主管的同理心这一个人特征。有较强同理心的主管

对员工的个人状况和需求更加敏感、更能理解，因此更可能表现出家庭支持行为。在探

讨组织环境因素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时，已有研究多从非正式的家庭支持型组

织文化切入（Mills等，2014；Las Heras等，2015），对于正式的家庭支持政策的影响缺

乏深入考察。一方面，当家庭支持政策的可用性高时，员工可以使用这些政策来履行家

庭责任，而不太需要主管的家庭支持，主管可能因此较少表现出家庭支持行为；而另一

方面，当正式家庭支持政策的可用性高时，主管更可能贯彻落实这些制度，提供较多的

工具性支持。因此，正式家庭支持政策的可用性到底会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产生怎样

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二是丰富和拓展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结果变量。未来的研究

不仅可以验证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群体层面变量如部门工作绩效的影响，还可以进一

步探讨其对员工家庭领域的影响。根据家庭系统理论（Bowen，1974），家庭是一个系

统，家庭成员之间会交互作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帮助员工改善家庭角色，从而对

家庭中的重要他人如配偶产生影响，提高配偶的婚姻满意感。三是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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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维度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已有的实证研究多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看作一个

整体概念，侧重于探讨情感性支持，这不利于企业管理者更细致深入地了解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的作用机制，明确各个维度的作用范围。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对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各维度进行深入探索。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如Koch和Binnewies（2015）基于

社会学习理论，以德国企业白领员工及其主管为对象，检验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角

色榜样行为维度对员工边界管理的重要性。其研究发现，主管越多展现工作—家庭分割

行为，越会被员工看作工作—家庭友好角色模范，员工也就越可能将工作和家庭分割

开，从而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

（二）结合国内现状进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本土化研究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这一概念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已有的实证

研究也多以西方国家的员工为样本。但是综观我国社会现状和文化特点，开展家庭支持

型主管行为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相比于西方文化背景，中国较强的

“扩散文化”（diffusing culture）使得人们允许他人进入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Trompenaars
和Hampden-Turner，1998），这使得我国员工更难以将工作和家庭分割为两个相互独立

的生活领域（Wang等，2013），因此向我国员工提供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能有更加

积极的效果。有研究表明我国员工的工作往往拥有比家庭更高的优先权（Yang等，

2000），但这类研究多以男性为被试，且对性别变量进行了控制，而未考虑“男主外，

女主内”的我国传统性别角色期望。如果男性持工作优先规范，并且惠及家庭，工作资

源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就会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产生协同效应（Grnlund，2007），他们往

往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体验到较少的冲突，此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发挥的作

用可能较小。而如果女性持工作优先规范，即使她们也为家庭带来了较多的资源，她们

也仍然可能因为与“女主内”的性别期望相冲突而遭受更多的不理解和责备，这也会影

响她们对自己行为的认同，使其内心产生冲突，此时，她们可能更需要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来帮助其履行好工作和家庭责任，维持工作—家庭平衡，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这

种情况下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探索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时，还应将中国文化特有的工作优先规范和性别角色一并纳入考虑。

此外，分析已有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在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工作态度和

绩效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时，西方研究者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而最新研究表明，在中

国企业中，主管和员工之间还存在一种“类亲情交换”，即员工与组织均以满足对方需

求为导向的，以各种不求回报、不计得失的行为所维系的一体化关系（朱苏丽等，2015）。

类亲情交换关系对员工情感承诺、组织忠诚、总体工作绩效、角色内行为、组织公民行

为的解释力均高于社会交换关系。然而，类亲情交换必须通过相互间的情感交融才可能

形成（朱苏丽等，2015）。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体现的是对员工切身利益的积极关注，

具有丰富的社会情感内涵，有利于主管与员工之间建立积极的情感联结，因此，在中国

企业中，类亲情交换很可能是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提升部门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

（三）尝试开展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干预研究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以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为切入点，通过主管行为展示组织对

员工整体发展的关注，体现着一种柔性管理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成为建设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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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织文化与打造高情商组织的一个抓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提出及研究提示我

们，可以通过对主管进行干预培训来促进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实现组织与员工的

“双赢”，进而缩小工作—家庭界面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差距，让工作—家庭界

面研究与实践走出组织管理领域的边缘。

目前有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干预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Hammer等（2011）和

Kelly等（2014）进行了实证探索。Hammer等（2011）提出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干预

方法包括上机培训、面对面培训和主管自我监控三个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对主管进行

家庭支持型行为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员工的身体健康水平、工作满意度，降低离职意愿。

而且培训结束后，主管在实际工作中会更有效地展现出更多的家庭支持型行为。之后，

Davis（2015）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干预研究的作用范围拓展到员工子女层面，他们

同时干预主管所展现出的家庭支持行为和员工对日程安排的控制感，结果发现相比对照

组员工，干预组员工与孩子的相处时间显著增加，亲子交往质量得到改善，这一结论对

于青少年的健康和发展非常重要。我国企业可借鉴现有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干预方

法，并结合企业具体实际设计干预方案，促使主管更有效地展现家庭支持型行为，以使

员工个人效益和组织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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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supportive supervisory behaviors  (FSSB) refer  to behaviors  exhibited by
supervisors that help employees to make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including emotional
support, instrumental support, role modeling behaviors, and creative work-family managemen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emerging background, connot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concept of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y behaviors and places emphasis on the effec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boundaries
of exerting the function as for family-supportive supervisory behaviors. Finally it makes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family-supportive supervisory behavior; work-family conflict; work-family balance

(责任编辑: 苏  宁)

(上接第88页)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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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supportive leadership style, humble leadership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test
hotspots in leadership research, but its effectiveness research is still relatively scarce. As the main bod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R&D employees require a higher level of autonomy and self fulfillment needs
in their work. 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R&D employee creativity is more
promin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ble leadership &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ployee power distance in this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s’  self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survey of 201 R&D employees, it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 to mak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arrives at the results as follows: humble 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 creativi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fu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bl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power distance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bl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at is to say, the lower
employee power distance is,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creativity is. The
findings enrich the scene effect mechanism of humble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 a new insight
for leaders to implement down-top humble leadership behavior to promote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humble leadership; employee creativi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power distance

(责任编辑: 度  生)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

101


